
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面临着返
归南洋或留华建设的人生抉择。其中
一部分人怀着对曾以热血守护的土地
的深厚感情，毅然选择留下，投身于战
后的国家重建。

他们将在抗战中锤炼出的驾驶、
维修等专业技能，奉献给百废待兴的
祖国。有的投身西南交通建设，修复战
争创伤；有的扎根滇缅沿线，参与地方
经济复苏与民生改善，为边疆发展注
入独特活力。

机工蔡罗选择留在云南建设，却
因战时旧伤复发不幸早逝，报国之志
未竟。其岳母家书中“切勿久恋他乡”
的叮嘱，背后是家庭期盼与华侨报国
情怀的深沉交织。

印度尼西亚机工陈寿全收到复员
通知后，最终选择留在重庆的冶炼厂
继续奉献。抗美援朝期间，他更捐出全
部积蓄，并教育子女：“买飞机大炮，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展现出将个人
命运与国家需要紧密相连的担当。

据统计，战后约三分之一的南

侨机工选择留在国内。新加坡机工
陈金福辗转多地参与建设，他曾表
示：“国家需要之处，便是我们奉献
之地。”这份抉择，正是海外华侨与
祖国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他们以
血肉铸就抗战丰碑，以汗水浇灌建
设事业，其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宝贵力量。

1934年底，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的《再会吧南洋》（又名《告别南洋》）在
南洋地区广为传唱：“你不见尸横着长
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
存亡！”唤醒与激励着一代南侨机工告
别南洋赴国难。在南侨机工群体为民
族存亡的殊死搏斗中，为祖国建设的
无私奉献中，满怀赤子之心的南侨机
工永远与祖国同频共振，书写他们伟
大卓绝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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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之行：去与留的担当

报国之志：生与死的考验

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
恶，道路崎岖，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
塌桥断，枪林弹雨，漫漫运输路程可谓
险象丛生。每一位机工在千里滇缅公
路上都要面对“山高河多路险关、雨天
泥泞塌方关、路窄车多摩擦关、瘴疠疟
疾夺命关、抛锚无援饥寒关和日寇轰
炸任务未完身先死关”，这几道“鬼门
关”共同构成了对南侨机工生存意志
与技术能力的重要考验，其工作环境
之艰险卓绝，在世界战争后勤史上亦
属罕见。

面对如此艰难险阻，南侨机工始
终心怀报国之志。第三批回国的机工
陈逸曾写道：“是谁使我们这样吃苦的
呢？很明白，是敌人。”他们将艰苦淬炼
为对侵略者的痛恨，并转化为坚持抗
战的精神力量。

1942年惠通桥炸毁阻敌，机工骆

显祖在寄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
道：“待抗战胜利，山河重光再回家乡
团聚……”这封寄望团圆的家书，最
终成为他生命的绝笔。新加坡机工许
志光为回国抗战，毅然将家人送回故
乡，其奉献精神获得陈嘉庚先生的亲
笔赞扬。

在千里运输线上，南侨机工秉持
“情系中华赴国难”的担当，以“一个
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的豪
情，在枪林弹雨中坚持运送战略物
资。机工刘孟兴的母亲在信中勉励儿
子“将身体贡献于国家”，友人也写信
鼓励白清泉“中国不会亡，抗战到
底”。正是这份来自亲人的嘱托与坚
定的爱国信念，使他们的牺牲超越了
个人意义，升华为群体共赴国难的精
神史诗，为抗战筑起了一条“打不垮
的钢铁运输线”。

爱国之情：家与国的抉择

1939年，随着我国沿海港口相继
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国际运输通
道，却面临驾驶员与技术人员短缺的
困境。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发
布通告招募机工，其中特别要求应征
者“确具有爱国志愿”。三千余名爱国
华侨青年随即响应号召，归国投身抗
战运输，成为这条西南生命线上的重
要支柱。

槟城华侨白雪娇出身南洋富商家
庭，她瞒着父母报名成为一名南侨机
工。临行前，她在留给亲人的家书中写
道：“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
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
热爱的。”她坚信“能替祖国做点事，就
觉得此生无负于祖国”，这份“舍身而

不顾，毁家而不怨”的誓言，正是千万
爱国侨胞奉献精神的缩影。

机工刘瑞齐同样隐瞒家人回国参
战。得知妻子因思念成疾，他在家信中
写道：“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我就一
日不能回去！”字里行间尽显华侨赤子
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崇高抉择。

在滇缅公路执行任务期间，机工
张智源接连收到两封家书：先闻父病
危，后告父已丧。面对紧急运输任务与
家庭变故，他毅然选择坚守岗位，将悲
痛化为紧握方向盘的力量。正如其叔
公在家书中所勉励的：“为民族谋解
放，跃万里赴司机”。这一抉择不仅是
个人牺牲，更承载着华侨群体对民族
救亡的共同托付。

李根源“中国各族一体”政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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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云南作为西南边陲
多民族省份，其革命实践与民族政策具
有独特意义。1911年 11月 1日，云南军
都督府成立后颁布的《施政纲要》明确提
出“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一体之国家”，
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
政策。这一政策的形成与推行，与云南军
政府重要领导人李根源的推动密不可
分，李根源生长于多民族杂居的滇西地
区，对民族问题的深刻洞察与实践经验，
为这一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各族一体”思想的历
史渊源与个人背景

李根源提出“中国各族一体”的主张
并非偶然，而是云南独特的历史文化背
景、晚清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及其
个人成长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

云南长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社会格
局，孕育了民族和睦共生的历史经验。近
代以来，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持续不断，
特别是杜文秀大理政权提出的“连回汉
为一体”等政策主张，尽管存在历史局
限，仍为地方民族关系的处理提供了重
要参照，对后来云南军政府的民族政策
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20世纪初，李根源作为留日学生中

的代表人物，并未简单照
搬外来理念，而是立足于
云南多民族交汇的边疆现实进行深入思
考。其家乡腾越九保地处滇西边陲，汉、
傣、阿昌等多民族在此共同生活，使他自
幼对边疆民族的社会文化具有深刻体
认。这让他能够超越当时部分革命党人

“排满”的狭隘民族观念，形成更具包容
性的视野。

基于对边疆民族地位与作用的清醒
认识，李根源提出“土司守土，历数百年，
巩我藩篱，皆吾邦族”的“邦族”观念。这
一观念强调，世居边疆的各民族与内地
民族同属国家共同体，是守护疆域、巩固
边防的重要力量。这为其系统形成“中国
各族一体”的进步民族思想奠定了重要
的理论与情感基础。

“中国各族一体”政策的内
涵与对时局的超越

云南军都督府的“中国各族一体”政
策，是在辛亥革命进程中对民族问题认
识的深化和飞跃，其内涵深刻，并在多个
层面超越了当时的其他主张。

在革命初期，以“驱逐鞑虏”为代表
的口号虽具动员力，但带有明显排满倾
向。云南军政府领导人李根源等人迅速

认识到，这种
狭隘民族观

不利于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李根源明
确提出：“此次建义，实以扫除专制，改造
民国为职志。此固政治之革命，不杂种族
之问题”，从而在思想层面完成了从“种
族革命”向“政治革命”的关键转变，为形
成更具包容性的民族政策扫清了障碍。

相较于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五族
共和”，“中国各族一体”更全面地回应了
中国多民族并存的现实。李根源等人基
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主张各民族“其生
息于中国者，皆中国人”，云南军政府的
政策文件因而明确将西南边疆各民族平
等纳入国家建构的视野，这不仅扩展了
民族代表的范围，更体现了对中华民族
构成复杂性的深刻把握。

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一体”与“多
元”的辩证统一：“一体”强调共同构建
统一不可分的中华民族国家，培育共同
的政治认同与命运意识；“多元”则主张
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尊重各民族
在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保障其
平等权利与义务。这一思想与后世“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高度契合，展现
了超越时代的预见性，为理解中华民族
作为复合民族实体的内涵提供了早期

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各族一体”政策的历史意义

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行者，
李根源在实践层面也努力贯彻这一思
想。在处理滇西土司问题时，他采取安抚
与改革并重的策略，肯定土司历史上“巩
我藩篱”的功绩，视其为“邦族”，旨在将
其纳入新的国家体系，而非简单排斥。在
处理具体民族事务时，也致力于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

这一政策虽源于地方，却具有普遍
性历史意义。首先，它以更包容的视野看
待中国的民族构成，强调各民族命运与
共的一体性，丰富了早期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内涵，为“中华民族”概念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其次，该政策形
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边疆治理思路。它
根植于对西南边疆的深刻了解，强调因
地制宜、发展惠民与文化尊重，对稳定民
国初年的边疆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其
治理经验对后世具有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云南博物馆开展
党史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
号：SKPJ2025064）的阶段性成果]

战略定位：边疆腹地的双重
使命与布局逻辑

云南在三线建设中的独特地位，源
于其作为西南边疆和连接南亚东南亚门
户的双重地缘属性，兼具“国防前线”与

“战略后方”的双重使命。
1964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国

家启动三线建设。云南依据战备需求，将
全省划分为三级区域：文山、红河等 35
个边境县为“一线”，承担前沿防御；昆明
等41个县区为“二线”，发挥中转枢纽作
用；滇东北、滇西北 58个县为“三线”纵
深区，集中布局战略工业。这一“前沿—
纵深”的立体布局，覆盖全省70%以上县
域，形成了清晰的战略空间框架。

在西南三线建设的整体布局中，云
南承担着交通枢纽与资源供给的双重核
心功能。贵昆铁路（1966年通车）与成昆
铁路（1970年通车）的建成，打通了云南
与内地的交通命脉，结束了云南铁路“不
通国内通国外”的历史。同时，云南丰富
的锡、铜、铅锌等矿产资源得到重点开
发，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等成为全国三线
建设的关键原料基地。1964年至1980年
间，云南三线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150.95
亿元，虽规模不及四川，但其交通与资源
战略价值突出。

三线建设深刻改变了云南的经济社
会面貌。通过国家力量系统性植入现代
工业体系与技术，云南实现了从农业主
导向工业化的历史跨越：工业总产值占
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1952年的12.5%提
升至1980年的50.5%。此外，数十万来自
沿海和内地的建设者迁入云南，带来先
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了多民族交流
与边疆社会进步，为云南的现代化进程
奠定了坚实基础。

阶段演进：从交通筑基到军
工深耕的建设脉络

云南三线建设历时十七年，依据国
内外形势变化，呈现出从交通筑基、军工
深耕到调整转型的清晰阶段特征，共同
构成了完整的建设历程。

第一阶段（1964—1969年）以交通建
设为核心，夯实工业发展基础。本阶段以
“若要建，先通路”为核心理念，全力攻

坚交通命脉。成昆铁路与贵昆铁路是
重中之重。成昆铁路穿越“地质博

物馆”般的横断山脉，建设者们
在极端艰险条件下开凿隧道

427座、架设桥梁991座，于
1970年全线贯通，堪称

世界铁路史上的奇

迹。贵昆铁路则于 1966年提前通车，标
志着云南铁路首次与全国路网贯通，实
现了交通格局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昆明
钢铁公司完成扩建，由上海支援技术设
备，奠定省内钢铁工业基础。此外，一批
公路、水利及国防公路同步建成，初步构
建起支撑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网络。

第二阶段（1969—20世纪70年代中
期）转向国防工业集中布局，形成“靠山、
分散、隐蔽”的建设格局。随着珍宝岛事
件后战备压力升级，建设重点转向国防
工业。六机部在云南布局了涵盖10个工
厂、1个研究所和1个试验场的完整鱼雷
研发生产体系，分散于曲靖、楚雄等深山
中。航天工业方面，国营西南长征机械厂
（5042厂）在楚雄禄丰建设，专攻防空导
弹设备。这些企业汇聚沿海技术精英，在
封闭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推动云南工
业结构向高精尖国防领域倾斜，至 1975
年军工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18.7%。地方兵器和电子工业同步发展，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防生产链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
入调整巩固与转型萌芽期。国际局势缓和
后，三线建设重心转向配套完善与技术提
升。1976年至1980年间，约42%的投资用
于技术改造与配套工程。军工企业率先探
索“军转民”，如解放军七四三三厂转型生
产茶花牌汽车，西南长征机械厂利用军工
技术制造兰花牌冰箱，畅销一时。这些实
践不仅改善了企业效益，也为改革开放后
的市场化转型积累了经验。1978年后，随
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三线建设逐步收
尾，但其奠定的工业基础、技术体系和人
才储备，成为云南后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地理烙印：战备逻辑下的工
业布局与空间遗产

三线建设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

战备原则，在云南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布
局，对区域空间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散落深山的珍珠”：嵌入山区的工
业布局。为满足战时安全需求，许多重要
工厂被布局在偏远山区。例如，生产鱼雷
的国营西南云水机械厂（5012厂）位于
曲靖马龙的群山之中，制造导弹部件的
5042厂隐于楚雄禄丰密林，其通讯地址
仅为“昆明 724号信箱”。这种布局虽保
障了战备安全，但也带来企业协作困难、
物流成本高昂及职工生活不便等问题。
然而从长远看，它将现代工业文明直接
植入落后山区，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
空间均衡分布，为后续的区域协调发展
提供了历史铺垫。

资源与交通驱动的集群发展。三线
工业布局与本地资源禀赋深度结合，形
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滇南围绕个旧“锡
都”形成锡业及相关配套产业群，锡产量
占当时全国 90%以上；滇东北以东川铜
矿、会泽铅锌矿为核心，成为国家重要的
铜生产基地；昆明周边则集聚了机械、冶
炼等产业，形成四大工业区。同时，成昆、
贵昆铁路作为两条关键发展轴，带动沿
线城镇（如曲靖、楚雄、玉溪）迅速发展，
从农业聚落转型为工业节点，初步构建
了云南“点轴发展”的工业空间框架。

“厂社二元”结构下的城乡互动。三
线建设形成了独特的“厂社二元”社会空
间：围墙内是配套齐全、人员来自全国的
现代“单位社会”，围墙外则是传统的乡
土农村。二者虽相对隔离，但也产生了实
质性互动。工厂建设推动了当地道路、电
力等基础设施改善；企业通过采购农副
产品、开展“厂社结合”试点（如提供技
术、兴修水利），带动了周边乡村发展。这
种国家工业化力量与边疆乡土社会的碰
撞与融合，为理解城乡关系演变及探索
协调发展路径提供了历史经验。

历史回响：三线遗产的当代
价值与区域联动启示

云南三线建设留下的物质与精神遗
产，对当代区域协调发展仍具重要价值
与启示。

三线遗产的当代价值。三线建设通
过国家力量推动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
区战略转移，为区域均衡发展奠定了
重要基础。全国三线建设期间累计投
资超 2000亿元，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工
业实力。云南通过“三老带三新”等模
式，实现了技术、人才与经验的跨区域
转移，培育了本土化工业能力。这种

“能力建设”效应，为后发地区工业化
提供了重要范式。工业遗产的活化利
用成效显著。昆明“871文化创意区”、
曲靖云水机械厂旧址等通过文旅融合
与创意开发，实现了从工业遗址到文
化空间的转型，既传承了历史记忆，又
创造了经济价值。

对区域联动发展的三维启示。在要
素流动层面，应借鉴三线时期国家主导
的要素配置经验，在市场化框架下进一
步打破行政壁垒，依托既有及新建交通
网络（如中老铁路），完善跨省物流通
道，促进人才、技术、资源的高效流动与
共享。在产业协同层面，可延续“资源—
产业”的耦合逻辑，推动西南各省区形
成差异化分工。例如，在有色金属领域
共建新材料产业联盟，实现从原料到精
深加工的协同；整合区域三线工业遗产
资源，共同打造跨省红色旅游与工业旅
游线路，形成文旅产业联动格局。在空
间优化层面，需强化“通道—节点—网
络”的联动发展逻辑。既要升级传统交
通干线，也要依托新通道培育产业节点
城市，推动滇中、滇东北、滇西等区域形
成特色产业集群。

云南的三线建设是一次深刻的国家
战略实践，它以巨大的投入和牺牲，在边
疆地区构筑了工业化的“钢铁长城”，重
塑了云南的发展轨迹。其留下的不仅是
厂房、铁路等物质遗产，更有跨越时空的
战略智慧、发展能力和精神力量。在新时
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背景下，回顾这段历史，汲取其“全国
一盘棋”的协作精神、因地制宜的布局智
慧和艰苦奋斗的创业意志，对于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的云南新篇章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
献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2025年云
南省社会科学院“三项访学计划”
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云南三线建设的战略定位与历史回响
马颖娜

王俊溪王俊溪余正红余正红李有文李有文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

下，一场规模宏大的战略性工业迁移在中华大地展开。地处西南边疆的

云南，凭借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要

承载区。历经十七年建设，云南构建了以交通为动脉、以国防工业为核

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深刻改变了边疆经济社会面貌。本

文从战略定位、阶段演进、地理烙印和历史回响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云

南三线建设的历程与特征，分析其对区域生产力布局、工业化进程和空

间结构的深远影响，并探讨其工业遗产和精神财富在当代区域协调发

展中的启示意义。

南侨机工抗战书信中的
家国情怀

庞申伟 雍垚芮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来西亚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提到“80多
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
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南侨机工的全称是“南洋华侨
机工回国服务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众多响应祖国
号召的优秀南洋华侨青年所组成，他们抛家舍业、毁家纾难，成为
近百年来华侨史上一次最有组织、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主义行动。
抗战期间南侨机工与家人、朋友或组织之间有大量书信往来，字里
行间充满着捍卫疆土、抗击侵略的拳拳报国之心、殷殷爱国之情，
成为带有信仰温度的“爱国绝笔”，是海外赤子用生命书写的家国
史诗。充分挖掘南侨机工抗战书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涵养家
国情怀、传承革命精神，对于永续传承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奋勇抗
争的民族基因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外的陈嘉庚铜像。 本报记者陈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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